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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刘梅 赵曦
1
 

(西南财经大学，成都 611130) 

【摘 要】：合理有序的网络空间结构是实现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 2005-2016 年长江经济带三

大城市群的城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

城市群空间网络水平的提升对其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普遍存在，但间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差异。其

中，网络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越明显，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因此，强化城市间网络

联系，形成联系紧密、功能互补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城市群经济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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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式和竞争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

特征。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旧凸显的背景下,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依托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

以及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均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学术界认为,城市群的本质是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形态

的体现(赵勇,白永秀,2008)
[1]
,这种形态的背后反映了资源、要素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与组合状态。城市群空间尺

度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意味着内部各个城市之间既实现了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又形成了以产业分工和合作为主

要内容的功能分化格局(覃成林,2010)[2]。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交通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流动的速

度和方向正发生着根本性改变,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由双向、线性关联向整体、多向交叉的网络经济联系转变,大中小城市

之间正在形成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关联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种动态演进的结构体系中,中心城市既在空间集聚的力量下,不断

吸引中小城市的人口和要素资源流向中心城市,为其发展带来更有利的机遇,又在扩散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加快要素流动、推进产

业分工等途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则通过嵌入由中心城市支撑的城市群网络中,实现“规模借用”与“功能借

用”,来弥补自身规模不足与功能单一的劣势。随着城市群网络联系的日趋紧密,各层级城市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进行信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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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与产业分工,从而形成一个利益渐进分享机制,内部经济发展逐渐向协调状态演进,最终达到动态平衡。作为支撑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贯通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城市集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

具有十分关键的战略地位。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

其中“三极”强调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然而,由于

地理条件、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不同,三大城市群不仅在网络空间特征上差异明显,而且内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

度十分突出。尤其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城市群尺度的一体

化逐渐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客观审视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差异,并检验其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影

响的异质性,对进一步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以此支撑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网络的形成与演进。

Friedmann(1986)[3]和 Sassan(2001)[4]等学者早期对城市体系等级网络进行研究,主要探讨了不同等级规模城市间经济联系。随着

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网络由节点联系向多向互动的网络经济联系转变。Taylor(2004)[5]等学者开创并完善了世界城市网

络理论,他们通过构建链锁网络模型,刻画了由生产性服务业联结而建立的城市间网络联系。Niand Kresl(2010)[6]认为全球互联

互通是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这表明,区域、国家和国际网络的嵌入对城市绩效很重要,而且中小城市有机会与较

大城市竞争。Glaeser et al.(2016)[7]指出,城市网络有利于形成一个分工有序、联系密切的功能城市网络,这可以大大便利城市

之间人员、物资以及信息的流动。中国学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属性数据或交通、信息通讯、企业等关系数据在长三角

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总体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

异,城市之间联系越紧密、网络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更容易实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产业的分工协作,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也越

高。 

其次,许多研究聚焦分析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Glaeser et al.(1992)[8]和Henderson et al.(1995)[9]

将经济地理学与 Roemer(1986)[10]和 Lucas(1988)[11]的内生增长理论联系起来,强调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着全

球化经济的崛起,城市之间的联系不断深化,Capello(2000)[12]在“集聚外部性”基础上提出“网络外部性”的概念,强调良好地

嵌入由节点城市连接而成的城市网络中,能够使企业和家庭获得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好处。Mc Cannand Acs(2011)[13]指出城市网络

嵌入程度比城市规模更能实现经济增长。Camagni and Capell(2015)[14]基于静态集聚与动态集聚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大城市与小

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城市规模并非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城市的网络嵌入程度及其承担的高级功能可以促使城市

突破规模的限制而实现经济增长。种照辉等(2018)[15]运用大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群经济网络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了经济增长,相互

联系的城市通过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相互影响。此外,一些学者也逐渐关注到城市网络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Boix and 

Trullén(2007)
[16]

从网络外部性的视角探讨了网络联系对城市节点及整个地区均衡发展的影响,发现,城市的发展受到城市自身

及其紧密联系的经济网络的共同影响。 

第三,一些学者关注到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国外研究主要从网络外部性的视角探讨区域内不

同层级城市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Alonso(1973)
[17]
最早提出“规模借用”的概念。小城市能够与临近大城市形成一定的功能嵌

入关系而“借用”大城市规模,实现自身经济增长。Meijers and Burger(2015)[18]拓展出“功能借用”和“绩效借用”的概念,

强调不同规模城市均能够通过嵌入到由邻近节点城市引领的网络空间中,获得经济效益。Meijers and Burger(2016)
[19]

进一步论

述了网络外部性两种相反的体现方式。当城市网络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时,称为“规模借用”;产生消极影响时,称为“集聚

阴影”。国内的研究主要从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和要素流动两个方面探讨城市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赵勇、白永秀(2008)[1]

研究指出,要素流动、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等因素是驱动城市群逐渐实现功能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覃成

林等(2010)[2]认为,通过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企业跨区域组织、产业分工等途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了

一个空间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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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多以城市群或经济区为例,探讨城市间的经济网络联系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而关于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

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的文献较少,对不同城市群的比较研究更少。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力模型

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了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比较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及其经济协调发

展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的测度与比较分析,第四部分为模型设定、指标构建

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三、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的测度与比较分析 

(一)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城市群空间结构是在城市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空间组织结构,具有集群化、网络化的特征,测度指标要能够

有效捕捉这些核心特征。本文在借鉴(Burgeretal,2010[2];劳昕等,2016[1,2])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分析,测算城

市群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量,并计算一个城市与所在城市群内其他所有城市的相互作用量的总和。 

 

其中,Xij,t是 t 期城市 i 与城市 j 的之间引力值,这里称为经济网络联系量。Pit与 Git分别为 t 期城市群内的城市 i 的城区人

口规模和市辖区 GDP 规模,dij为城市 i与城市 j的地理距离,α为距离递减弹性系数,这里设定为 1。 

城市群经济网络联系总量反映了一个城市与城市群中其他所有城市经济网络联系量的总和,本文通过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度

中心性表示。这同时也衡量了一个城市在城市群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度中心性越强,城市的节点地位越高。因此,根据测算的城市

之间的引力值,通过 Ucinet软件进一步计算 t时期城市 i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 Cit,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刻画与描述城市群整体的网络空间结构时,本文根据计算出的城市间经济网络联系量与经济网络联系总量数据,运用

ArcGIS10.2 绘制了 2016 年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经济网络联系格局图,将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量以及每个城市的经济

网络联系总量在地理空间上可视化呈现,见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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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格局 

从图 1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在节点城市数量与网络紧

凑程度上,要远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呈现以上海为核心引领,苏州、南京、无锡和杭州等城市

多中心支撑的网络化空间特征。2016 年,上海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为 972167,紧接着依次是苏州(486655)、南京(350584)、无锡

(337655)和杭州(311251)。经济网络联系总量最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安徽的安庆、铜陵、宣城和池州四市。此外,中心城市之间、

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也比较紧密;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呈现“多中心、放射状、松散型”空间网络联系格局。

2016 年,武汉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为 127464,是城市群内节点中心地位最强的城市,长沙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略小于武汉,为

125886,株洲、南昌和湘潭相对较弱,约为武汉和长沙的 40%,而江西省的上饶、吉安、景德镇和鹰潭等城市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

仅为 10000 左右,不到武汉的 10%。从城市间经济网络联系量来看,主要体现为武汉、长沙、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

核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强,特别是江西省的一些城市至今尚处于边缘状态,网络嵌入性较差;成渝城

市群主要呈现以重庆、成都为节点的“双核支撑、放射状”网络空间结构特征。2016 年,重庆和成都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量分别

为 47489 和 45052,较高的自贡、泸州和德阳的依次10718、9679、6515,最低的雅安的经济网络联系总量仅为 6220。经济网络联

系量主要体现为重庆、成都之间较强的联系(16912),同时,两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

系不足,特别是经济网络联系总量偏弱的雅安、达州、资阳和广安等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极其微弱,最低的雅安与达州之间的经

济联系量仅为 10。 

(二)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用来反映城市网络的完善程度及网络内节点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网络密度越大,城市之间

的联系越紧密、城市网络越完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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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 t时期城市群的网络密度;Xij,t为t时期城市群网络中城市 i与城市j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量,n为城市群网络中的

城市个数。 

 

图 2 2005年-2016 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网络密度 

从图 2可以看出,2005 年-2016 年期间,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网络密度变化明显,网络空间结构逐渐趋于复杂。长三角城市群的

网络密度由0.12上升到0.66,长江中游城市群由0.02到 0.11,成渝城市群由0.03增长到0.23,表明三大城市群的网络联系格局

均呈迅速扩张趋势。此外,三大城市群的网络密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密度不仅在大小上始终高于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而且增长速度也远大于另外两个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网络密度略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表明,

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差异明显,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化程度较高,城市间联系最紧密;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网络密

集程度最低,城市间联系较弱。 

四、模型设定、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空间计量模型建立 

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函数(陆大道,1995)[2]。在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中,许多研究通过利用城市层面的总体生产函数

来考察城市化的外部影响、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等。沿用 Meijers and Burger(2010)[2,3]考察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建模思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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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广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进行基准建模。函数形式如下: 

 

Y 代表名义产出,A代表效率参数,这里主要用来反映空间结构的绩效参数,K、L、H、M、N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

资本、中间投入品以及其他影响经济产出的因素。将上式进一步转变为人均产出(收入)的形式: 

 

对两边取对数转化成为线性形式: 

 

上述等式中 A 代表与空间结构有关并进入生产函数的一系列变量。由于本文聚焦于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

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计量模型的设定上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根据Le Sage and Pace(2009)[2,3,4],空间杜宾模型(SDM)相比于SEM、

SAR 等其他形式的空间模型具有多方面优势,能够更好地揭示相关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

(Elhorst,2014)[2,3,4,5],更加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为此,在上述柯布道格拉斯总体生产函数基准模型基础上,设定如下计量经济检

验模型: 

 

其中,下标 i表示城市,t代表时期,y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这里以城市相对人均收入作为其代理变量。

W 为空间权重矩阵,Wyjt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用来反映城市间相对人均收入水平的空间关联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ANit是城

市网络节点中心性,WANjt 是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空间滞后项,用来捕捉其他城市加权的网络节点中心性对本城市的空间溢出影

响。Xit为控制变量集。εit为随机扰动项。ρ为空间滞后系数;θ1从空间上衡量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对本地人均相对收入的溢出

效应,若估计值显著为正,则表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若为负,则表示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在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上,为了避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的随意性与内生性,并尽可能准确捕捉城市间的空间关系,本文分别

以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构建权重矩阵。首先,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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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城市 i与城市 j的地理距离,用欧式距离测度;wij为 N×N非负空间权重矩阵 W(1)的第 i行、第 j列元素,用来体现

城市间的空间关系,即城市间地理距离越近,表示城市间的空间联系越强。 

其次,经济距离权重的设定需要客观反映城市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空间关系。考虑到经济联系表示了城市之间的

空间相互作用,更多地反映“流”的概念(王姣娥等,2014)[2,3,4,5,6],且现实世界中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并不是对称的,本

文沿用引力模型测度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做法(魏丽华,2018[2,3,4,5,6,7]),利用城市人口(P)、市辖区生产总值(G)、地理距离(D)等指标

来测算考察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指标,构造经济距离非对称矩阵。其中,城市间经济网络联系量为其经济引力值,城市

间经济联系强度用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经济网络联系量(Xij)占城市i与考察城市群内其他全部城市经济网络联系总量(Ci)的比

重表示,以反映两个城市间的非对称空间关系。为了消除潜在的内生性,这里采用样本期(2005-2016)外的历史数据(2003年)构造

经济联系强度矩阵,该矩阵涵盖了考察城市间的不同程度的联系关系(包括强联系和弱联系)。具体计算形式如下: 

 

(二)变量测度 

1.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指标。 

借鉴 TaylorandPain(2008)[28]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测度方法,用城市的度中心性指标与城市群内度中心性值最高的城市相比,

作为测度该城市的网络节点中心性(AN),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N大小反映了城市i在整个城市群中的相对网络节点中心地位,该值越大,说明城市i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网络

联系能力越强,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化程度越高。该指标不仅考虑了城市的规模属性,还考虑了城市间网络关联的“关系属性”,兼

具形态与功能的丰富内涵,同时能够反映城市在嵌入整个城市群中的相对节点集聚规模大小。此外,这种测度方法既反映了与距

离有关的城市集群特征(捕捉集聚的接近性优势等),也捕捉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可以较好地反映城市群网

络化水平。 

2.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常是指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

的过程。基于此,本文参考现有测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陈启斐、巫强,2018)[29]的做法,以城市相对人均 GDP作为城市群经济

协调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来看,按照历史期(1988 年)分别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中选取网络节点

中心地位最高的城市(上海、武汉、重庆)作为计算每个城市群经济发展变量的基准城市。以每个城市人均收入与基准城市的人

均收入之比作为城市人均相对收入水平指标,并作为衡量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代理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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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表示城市 i(i=1,…N)在 t 时期(t=1,…T)相对于中心城市的人均收入。gdpit为城市 i 在 t 年的人均收入,gdpmt为城

市群内基准城市 m在 t年的人均收入。yit数值越大,说明城市间相对收入差距越小,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edu)。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李亚玲等,2006)
[3]
。本文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

平的代理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6×s1+12×s2+15×s3,其中,s1、s2、s3 表示小学、中学、大学在校学生数所占比重;物质资本水

平(fa)。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该变量同时也衡量城市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way)。作

为城市整体生产函数里中间投入的代理变量,这里用城市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来测度;城市化水平(urb)。城市水平(城市化率)的

不同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同样影响着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这里以市辖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重作为城市

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主要用于控制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对外开放水平(fdi)。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

外溢效应影响城市的经济产出。这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水平的代理变量,用以控制一个城市对外开放程

度对地区收入的影响;政府参与程度(gov)。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参与对地方经

济发展影响不容忽视,这里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参与程度,表示政府对城市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是否开通高铁虚

拟变量(hsr)。考虑到高速铁路开通对沿线城市资源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作用,本文引入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 

4.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考察单元,研究涉及的城市样本包含长三角城市群(26)、长江中游城市群(28)和成渝城市群

(16)共 70 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主要来自 2006-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

统计年鉴,并统一采用城市辖区的统计口径,即包括城区和郊区的城市主体区域。城市 GDP 数据均采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外

商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历年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考虑量纲的一致性,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 

五、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选取及估计方法 

本文在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上,通过 Hausman 检验以及时点固定、个体固定和双固定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选择时点固定效

应。在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上,基于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稳健 LM检验以及对数似然比(LR)检验发现,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更好

地拟合本文数据。由于空间杜宾模型中滞后项的存在,若采取传统的最小二乘估计,会得到不一致的估计结果。根据 Lee and 

Yu(2010)
[1,3]

的建议,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进行估计,并分别基于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联系矩阵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

杜宾模型进行回归。根据(Lesage and Pace,2009)[2,3,4],的研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进行结果分析。 

 (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从 R2、σ2、LogL等统计量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杜宾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能够较为准确地捕捉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

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首先,在 W(1)和 W(2)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三大城市群的空间滞后系数估计值 ρ 在方向与显著性水平上

差异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一定的正向空间相关,长江中游城市群呈现显著的负向空间相关,成渝城市群尚未呈现明显的空间

互动关系。这与陈丰龙等(2018)[2,3]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该研究在对不同城市群的空间收敛性进行检验时发现,长三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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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包括成渝城市群在内的其他国家级城市群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互动关系。 

其次,在控制相关变量影响后,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及其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

计系数在方向和显著性上存在明显差异。列(1)-(2)长三角城市群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

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大多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大于直接效应。表明,城市网络节点中心地位的提升不仅通过直接

的增长效应提高了自身相对收入水平,还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临近城市的相对收入水平,且后者作用强度大于

前者。究其原因: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呈现以上海核心引领,次中心城市支撑,中小城市有机嵌入,各层级城市紧密联结并功能互补

的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格局,城市彼此通过“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获取临近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提升带来的好处。城市网络

中心地位提升时,城市群网络化水平随之提高,中心城市既在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的作用下,不断汇聚周边城市的要素与资源,实

现自身相对收入水平的提升;又在扩散力量的作用下,充分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城市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城市间

收入差距的缩小,且后者的力量(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前者(节点集聚效应);另外,列(3)-列(4)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为负,总效应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城市网络节点中心地位

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自身相对收入水平,同时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临近的中小城市形成明显的虹吸作用,降低了周边城市

的相对收入水平,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原因在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主要体现为三大节点城市与

其他城市间的竞争性关系,中小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尚未形成功能意义上的互动合作、多向度、网络化联系格局。特别

是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节点中心城市,当网络节点地位提升时,在强大的节点集聚力量的作用下,不断汲取周边中小城市的要素

和资源,形成明显集聚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加剧城市群内部经济的分化,从而阻碍城市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从列(5)-列

(6)成渝城市群的估计结果看出,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大多数显著为正,表明网络节点

地位的提升通过直接增长效应促进了城市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城市收入水平

的提升,二者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原因在于:成渝城市群呈现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的“双核支撑、放射状

联系”网络联系格局。重庆和成都之间呈现较强的经济联系,其他所有城市均与成都和重庆发生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其他城市之

间的经济联系不足。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双中心引领的成渝城市群的网络化程度较低,城市间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较弱。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一,借鉴 Meijers and Burger(2010)[2,3]的做法,用历

史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考虑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经济建设大浪潮,区域、城市间的互动开始出现和缓慢增强,

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大规模的设市标准调整。特别是 1987 年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进行大幅调整后,1988 年中国地级市

城市层面的 GDP数据开始正式统计公布,因此选取 1988 年历史数据重新计算样本城市的网络节点中心性,以此替代2005-2015 的

动态指标值,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同时也考察了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其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影响。第二,采用多种形式的空间

权重矩阵进行回归估计,正文中已引入距离倒数平方项权重矩阵和经济联系强度矩阵,这里主要引入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和反距离

权重矩阵进行估计。 

1988 年网络节点中心性历史值及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作用方向上未发

生太大改变,但在绝对值大小上小于基准回归的相应值。这表明不同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存在历史性

与长期性的异质性影响关系。 

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和反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及其经济协调发

展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在作用方向上与相比未发生太大改变,只在绝对值大小上存在微小变

动,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四)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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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研究,城市网络节点中心地位的提升对周边城市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决定着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而且该

结论是稳健的。为什么不同网络空间结构的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呢?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空间外部性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即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既受到自身要素积累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周

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YuandLee,2012)[3]。因此,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是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经

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实现机制。对集聚外部性而言,当城市的网络中心地位提升时,城市群网络化水平得到提高,中心城市既在规模

经济与集聚经济的作用下,不断汇聚周边城市的要素与资源,实现自身相对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时,又在扩散力量的作用下,充分

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使得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分享中心城市集聚带来的好处(如学习、共享),后者的力量(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前者

(节点集聚效应)时,城市间收入差距得到缩小。 

就网络外部性而言,包含聚集阴影和规模借用两个方面(BurgerandMeijers,2016)[3,4]。在网络联系紧密的城市群网络空间中,

城市之间不仅通过规模借用融入到临近城市引领的网络空间中,获得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利益,还通过功能借用进行产业空间布局

的优化调整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获得周边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实现自身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在城市松散分布、城

市间网络联系程度较低的城市群,网络外部性体现为城市之间呈现明显的空间竞争关系,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虹吸效应(集

聚阴影)明显,城市间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新时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群因地域空间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的空间形态,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对三大城市群的网络空间结构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化程度最高,目前已经形成了由节点中心城市支撑,中小城

市有机嵌入的城市群网络结构;长江中游城市群仅仅形成武汉、长沙与南昌三大城市支撑的多中心结构,网络化空间结构格局尚

不完善;成渝城市群目前呈现重庆、成都双中心支撑,其他城市嵌入的网络空间格局;其次,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对城市群网络

空间结构及其协调发展之间的异质性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内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提升所产生的直接增长

效应普遍存在,但空间溢出效应因网络空间结构的差异而在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上存在明显不同,从而对城市群经济协调水平产

生不同影响。网络化程度越高的城市群的城市,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越明显,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上述研究结论对于进

一步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促进更高水平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实践启发意义。因此,本文有两点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巩固中心城市的节点地位,对存在行政分割的多中心城市群,应引导中心城市之间形成竞争

合作、互补共赢的良性关系,在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要避免“集聚阴影”(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此外,

中小城市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等方式有机融入到临近节点城市引领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进程之中,

在开放互动联通中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增强自身的节点集聚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由节点中心城市串联,中小城市嵌入的基础设施网络。特别是对于中西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要重点打通、拓展节点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通道,确保节点中心城市的运输通道在多个向度上中小城市

延伸、扩展,从而破除不同层级城市间要素流动的硬性约束,扩大节点中心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密度和节点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利

益受惠区间和范围,同时推动边缘城市多向度地融入城市群网络以获取正外部,最终形成更加紧密的城市空间网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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